
178

变革抑或延续: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
家庭关系( 1949—1978) ＊

李飞龙

家庭关系是指基于婚姻、血缘或法律拟制而形成的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马克思、恩格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

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

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 (德国除外 )从属的关系了。 [ 1 ]

在封建社会中，家庭关系与父系夫权的家庭制度相统一，家庭关系是以家庭为本位、以亲子关系为轴心的主

从关系，体现了男女不平等和长幼不平等。家庭的代表是父系家长，名为父严、母慈、子孝，但实际上是男尊女卑、
夫权主义、家长制度，妇女家庭责任感和自谦自抑的认同感被视为一种美德。而现代家庭关系则是以个人为本位，

家庭成员之间地位平等为基础，妇女的家庭地位、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而新中国成立

以后的三十五年里，就是家庭关系从传统社会依附地位向现代社会平等地位嬗变的过程。

一、农村家庭的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是各种家庭关系的核心和基础。夫妻关系主要表现在情感与性、家庭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家庭外的社

会活动三个主要的方面。总体来说，中国农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夫妻关系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夫妻关系日益成为家

庭关系中的主线。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中夫妻关系的性生活总是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是夫妻之间的生育观念要远远大

于性生活观念，使得性生活在夫妻之间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二是性生活在农村社会中，是一个被禁忌和羞于谈

论的话题，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既无法从外界获得有关的性生活知识，也不能向外界传递自身的性生活经验。直到

改革开放以后，受现代观念的冲击，年轻人的性观念、性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些离婚案例中，对性生活的

不满成为提出离婚的重要理由。
农村社会并不是把感情放置于婚姻的基础地位，离婚过程中所谓的感情破裂并不是指农村的夫妻双方没有

感觉，而是因为夫妻双方没有承担本方应该承担的角色引起的。假如妻子把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抚养孩子、照顾

父母、勤劳善良，丈夫也会对妻子满意，在农村社会的网络中也会对妻子给予褒奖。丈夫把对外事务，重体力活都

做好，妻子也心理满足。在集体化时期，夫妻双方一般都参加生产，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外界的诱惑也比较

小，所以夫妻双方的生活比较平淡，也十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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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夫妻之间的一些任务分工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在传统社会，由于成年女人大多

为小脚，所以女人主要负责洗衣服、洗菜、烧饭、帮婴儿洗衣、洗尿布、换衣服等，而男人则负责田里种地、修家具等

重体力活。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府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女人也慢慢放弃缠足的陋习，开始参加到集体生产中

去。如 1950 年新疆解放后，广大农村妇女在受到教育以后，开始参加生产，喀什、迪化、阿克苏、伊犁、焉耆等六专区

及迪化市，即有 49 万余妇女参加了修渠、开荒、秋收等生产运动。 [ 2 ]到了集体化时期，女人参加生产已经成为人民

认同的现象，因为仅仅靠男人赚取的工分不能够养活全家人。改革开放以后，男女参与生产的机会变得更加均等，

在家务中，男女共同参加家务劳动。不过受传统因素的作用，女人还是倾向于洗衣、做饭等家务。
在传统的大家族中，一般都是男性具有重大决定权。但是，在普通农民家庭，即使是在传统社会中，他们也更倾

向于互相协商，尤其遇到重大事情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家庭的生产安排、家庭各项重大支出等

重大决策都是夫妻双方协商进行的，在这协商的过程中，可能男人的决定权会稍微大些，这体现了男人在家中的地

位要稍微高于女性。
在家庭外社会活动中，主要的决定权在于男方，尤其是在农村社会的政治参与中。一般情况下，只有妇女主任

是女性，其它的都是男性。很大一部分农民认为，“妇女管家事能行，管国事不行，就是选上也得掉下来，不顶事。”
“妇女做妇联会工作还行，当乡长、区长，领导全面工作就不行; 那有妇女领导男人的? ”[ 3 ]即使是女人当上了村里的

干部，她的丈夫也不会觉得脸上有多大的光彩，而如果是男人当了村干部，他的妻子会觉得很光荣，说话的底气也

会硬。这也说明了男人在公共事务决定上的重要作用。
在工分上 ( 集体化时期) ，也没有实现“同工同酬”，一般一个壮男劳力是 10 个工分，而一个壮女性劳力最多也

就是 8 个工分，甚至更低。主要原有在于，一般情况下，在工作时，女性会提前半个小时回家做饭，而一些外出扒河

等工程的工作也只能由男人去做，女人一是不方便，二是体力也跟不上。所以，在农村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的
习惯一直存在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思想也很普遍。

二、农村家庭的父子关系

由于封建传统的家族制度，是以父系单亲世系为特征的，所以一个家庭如果要延续和发展，传宗接代，没有子

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农村家庭的亲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而处于家庭关系的核心地位。正
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选聘媳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延续后代，保证生育男儿是向算命先生明白提出的要求。如果当

媳妇的没有能力完成她的职责，夫家就有很充足的理由将她遗弃而无需任何赔偿。妇女在生育了孩子之后，她的社

会地位才得到完全确认。同样，姻亲关系只有在她生育孩子以后才开始有效。”[ 4 ]可见稳定的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

最重要的因素。
在农村社会中，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始于生、终于婚。一对父母等到所有的孩子结婚以后，才松一口气，算是完成

了做父母的责任。在抚养的方式上，最主要的体现是“抚养——— 依赖”关系。在农村，婴儿的哺乳期限都比较长，浙北

的 Y 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哺乳期少则一年，多则三年。[5 ]从孩子和父母睡觉的方式看，农村中的孩子一般都要和父

母睡到 5 岁以上，父母担心孩子自己睡觉会受凉。放在自己的床上睡觉，喂奶、换尿布、哄睡觉都很方便。在教育孩

子的方式上，主要也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如果做错事以后，很少讲道理，打一顿就能让孩子记住。
在亲子关系中，父母的重男轻女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时间存在，一直持续到今天，部分农村社会中，还是

有这样的思想。解放前，溺婴主要溺的是女婴，这样的溺女婴事件在50年代还发生过。在教育上，由于农村教育资源

的匮乏，家长一般会选择男孩去上学，而让女孩在家中帮助父母做家务和农活。河北的 L 村有这样一个案例，吴大

妈兄弟姐妹四人，吴大妈的母亲每年都要在两个女儿家分别生活3个月，临走前还要带走一些鸡蛋、肉和营养品，每

当母亲生病时就会到她或者她妹妹家，让他们照顾，而病轻了又跑去吴大妈弟弟家做农活。[ 6 ]吴大妈母亲这样为他

弟弟考虑，主要还是认为女儿嫁人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儿子才是自己的。这是一种发自本能的“重男轻女”思想。
父权的不断衰落和家庭的民主化也是家庭关系发生的一种趋势。费孝通所讲的大家庭的父子轴结构日趋瓦

解。[ 7 ]在传统社会中，父权具有绝对权威，子女在家庭中没有事务的决定权。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民主思想的

推行、子女赚取财富的增多，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权开始衰落，子女的权利开始得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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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在集体化时期，个人对家庭财产的意识增加，使得父权进一步衰落。阎云翔认为这是集体化压制私人领域的一

种产物，国家对这种年轻人对家庭财产的要求给予很大的支持。[ 8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子女的大量外出和分家现象

的提前，父权在农村社会中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影响了对老人的赡养。

三、农村家庭的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就是女子通过与丈夫的婚姻缔结而形成的与丈夫的母亲之间的亲属关系，是以血缘和姻亲为纽带

所确立的。婆媳关系有其特殊性，它既不是婚姻关系，又不是血缘关系，而是以两种关系为中介构成的特殊关系。自
从人类进入父权制社会以来，以男性血缘为中心的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婆媳关系是家庭结构中既重要又

特殊的一组关系。婆媳关系既涉及到女人与女人的关系，又涉及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不仅包涵着社会文化因子，

而且有着微妙的心理因素。 [ 9 ]

在封建社会，婚姻缔结完全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进行，“娶妻如何，必告父母”就宣告了婆媳之间的不平等

关系就已确定。民谣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新嫂嫂，脚儿小，才来三天就上灶，弄得东西味不好，惹得公婆都恼了，公

一棒，婆一鞭，打得媳妇泪涟涟。”[10 ] 这是封建时期，媳妇的地位的反映，等到媳妇做了婆婆以后，新婆婆也一样对

新媳妇，所谓是“十年媳妇熬成婆”，所以总的看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婆媳关系是“媳弱婆强”。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社会的婆媳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变，媳妇地位有所提高，婆婆地位有所下降，婆媳关系逐

渐向“媳婆均势”转变。这种转变有国家政策支持、经济地位变化的原因，还有就是农村干部的调解作用。由于农村

社会中集体经济的建立，出现了以协调为中心的农村调解机构，它不仅负责调解农民的离婚问题，更重要的调解农

村社会中纠纷，包括家庭纠纷。一旦发生婆媳纠纷，或者说是婆婆虐待媳妇，媳妇对婆婆不好，村里的干部就会出现

进行协调，直到化干戈为玉帛。不过，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些农村家庭的婆婆表现仍然强势，常常给媳妇气受，在

南苑的一个村庄中，有 600 户家庭，其中给媳妇气受的就有 30 户，这些婆婆不给媳妇做件衣服，有些婆婆看见儿子

媳妇的关系好，还经常的挑唆儿媳关系。个别的妇女常受婆婆打骂，不给饭吃，这个村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常被

虐待，被婆婆、丈夫、小叔打骂，在 1953 年投井自杀了。 [ 11 ]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儿子地位的提高，媳妇的地位也逐渐超越了婆婆，婆媳关系转变为“媳强婆弱”。随着儿子

和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婆婆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逐渐丧失，甚至有的被赶出了家门。这一时期，农村的基层政

权也不能像集体化时期进行调解，他们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这种功能。在黑龙江的下岬村，教了几十年书的李老

师夫妇，因为孙子的满月酒问题，发生争执，婆媳吵了起来，然后分家。一年以后，李老师夫妇被赶出了家门。 ( 8 )所

以，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社会，媳妇的地位已经明显超过了婆婆。
婆媳关系的关键是儿子。如果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较低，或者说儿子没有主见，很难把婆媳关系处理好，就

会夹在婆媳之间，十分被动。如果儿子能够在家庭中地位比较高，媳妇和母亲都会参考儿子的意见，婆媳之间的矛

盾也就比较容易处理。农村里有句话说的好，“媳妇的本领都是儿子给的”，没有儿子的支持，媳妇的建议也很难得

到实行。在 70 年代末期，年轻男女结婚时开始筹备他们之间的小家庭时，儿子往往怂恿媳妇往自己家里要彩礼，表

面上看是媳妇的意见，实际上是儿子的意见。

四、变革与延续: 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家庭关系

社会变迁和社会延续是分析农村社会的不同视角，这两种视角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社会的家庭与婚姻中都

有所体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在建国以后的三十五年内相互共存，社会变迁中的变与社会延续中的不变

一直交织于整个农村社会之中。
家庭的变革。集体经济的建立，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使得传统时代家长监管财产的范围大大

缩小，也就使得家长对家庭成员的监管能力减弱。这样复合家庭大大减少，加之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推行严格的计

划生育政策，使得复合家庭到改革开放初期基本上消失，农村中的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成为主流。在家庭关系中，

最主要的变化是子女和妇女地位的提高。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五年就是夫权不断丧失，子女不断独立的过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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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思想在家庭关系中不断发展。在妇女地位的问题上，美国学者马克·赫特尔把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30 年，中

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归因于四个重大的事件: 一是 1950 年公布的婚姻法; 二是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得男子

在家庭中的特权不复存在; 三是 1966 年开始的文革; 四是改革开放的影响。 [ 12 ] 这四次重大的变化，都是伴随着国

家政策的推动和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从而使女性在农村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家庭的延续。与社会变迁相对立的是社会延续，在社会急剧变化的三十五年里，家庭的一些元素并没有发生本

质性的变化。如，家长在子女婚姻问题上还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权。传统社会的从夫居仍然普遍存在，招赘婚

姻仍然不被认同，如果出现招赘婚姻，很多女婿需要结婚时对岳父母有永不分家、为岳父母养老送终的承诺。[13 ]农

村社会中的血统延续和财产继承仍以儿子为主，同时儿子也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女儿没有财产继承权和养老义

务。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在婚姻礼节上，不论社会如何变化，婚礼都

在一定形式上得以保留，并通过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家庭中的不变因素大量存在。
宗族势力的长期存在。在宗族问题上，农村中的宗族势力在一定形式上长期存在。在私人土地所有制和以儒家

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受到极大冲击的情况下，农村的传统的农耕方式还在延续。韩敏女士所研究的皖北李氏宗族仍

然可以靠居住、祖先祭祀、家谱维护和命名系统等制度来维系家族的整体性。[ 14 ]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传统的宗

族意识、宗族功能和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它仍然以潜在的形式延续着。[ 14 ]弗里德曼指出，在广州和福建那样

经济富裕的地方，宗族和它的分支大量地拥有土地，这些共同财产是维持形成大宗族的关键。波特夫妇分析了香港

新界的唐氏宗族的兴旺原因，并同广东、福建、河北等地区比较之后，认为，“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如劳动互助、保卫、
名誉以及使中国的族人产生连带感的感情。这些因素虽然重要，但是集体共有族产的经济引力是维系大宗族组织

的必要的和首要的条件。”[15 ]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五年的长时段看，农村中的宗族结构没有本质上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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